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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家园：１８５９年前后的英国博物馆与人类学
□张力生

［摘　要］　民族志博物馆被称为现代人类学诞生的 “机构家园”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１８５９年前后是英国人类学实现 “进化论突破”的关键历史节点，进化论思想的提出，使得来自异域

的 “奇珍异宝”逐渐成为 “人的科学”的物质性证据。在此基础上，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皮特－
里弗斯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的 “类型学”（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民族志收藏和博物馆实践，在英国１９世

纪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转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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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现代科学的人类学在诞

生之初，曾以民族志博物馆作为其 “机构家园”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① 包 括 泰 勒 （Ｅ．Ｂ．

Ｔｙｌｏｒ）、巴斯蒂安 （Ａｄｏｌｆ　Ｂａｓｔｉａｎ）、博厄斯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在内的人类学学科奠基人，都曾参与民族志

收藏与展陈工作，甚至主持创建民族志博物馆。②

因此，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也被称为
“人类学的博物馆时代”。③

本文考察的主要问题是以保藏和展示 “异族文

化”为主要功能的民族志博物馆，如何成为以 “有

关人类的全部天性”为关怀的１９世纪人类学的机构

阵地。本文将视角放置在１９世纪英国现代人类学形

成的学术史情景中，试图在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知识

－思想脉络汇集的 “多声部交响”里，探寻人类学

如何 “寻找”其机构家园的过程。④

１８５９年，达尔文出版 《物种起源》，自然选择

进化论宣告诞生。而这一突破得益于此前欧洲博物

学、地质学、考古学、民族学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

发现。笔者将围绕１８５９年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梳理

进化论思想的提出如何引发了一场 “民族学的时间

革命”，⑤ 使民族志博物馆中那些来自异域的 “奇珍

异宝”，逐渐成为重缀 “人类历史”，探索 “人的科

学”的物质性证据。在此认识论基础上，笔者分析

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皮特－里弗斯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提出的 “类型学”博物馆如何在英国

１９世纪民族学人类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他者之物”与 “人的科学”

现代博物馆的雏形来自文艺复兴之后风靡欧洲

的 “珍奇屋”（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ｉｅｓ）。１５世纪到１７
世纪，随着欧洲航海大发现以及海外殖民扩张，大

量来自 “异域”的 “奇珍异宝”涌入欧洲，汇聚于

各国藏家手中。

“贝壳、石头、牙齿或獠牙、化石遗迹……”，

带着 “对神秘的奇形异状的事物”的好奇以及 “审

美追求”，⑥ 欧洲的博物馆学先行者们将搜集到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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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标本、考古化石、艺术品以及手工器物等堆置

一室。 “珍奇屋”的出现推动欧洲自然科学迎来了
“青春期”。如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

汉 （Ａｎｄｒｅ　Ｌｅｒｏｉ－Ｇｏｕｒｈａｎ）所说：“在所有文明中，

科学的曙光无不诞生于 ‘淘宝客’乱七八糟的 ‘破

烂堆’。”这些 “奇特”的 “他者之物”的大量发现，

极大地拓宽了欧洲人对于自然物种的分类体系，也

丰富了对于异文化的了解。随着博物馆学的发展，

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自然 “演化”

“进步”的观念，并且 “逐步与对人的起源问题的探

索紧密联系起来”。①

然而，此时欧洲关于人与自然演化历程的理解，

仍然受缚于延续自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观念：

１７世纪后期到１８世纪，哲学家、神学家和科

学家依然希望科学研究中证据的发现能与基督教的

神学精神协调一致。在欧洲的思想里，博物馆学的

发现被纳入一种神学和哲学的设计观点中考察。设

计的观点认为，世界很复杂，但同时也有规则。科

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在复杂的现象中寻找规则。但是

规则不是自然界自己建立的，而是由一个超人的智

者创造出来的。源于智慧的设计，另物种之间的相

互关系符合某种鲜明的结构，特别是线性链条的结

构。也就是说，生物可以由最高等的，往下排列到

最原始的，形成一个复合的阶层结构。文明与存在

的链条概念融合起来，构成一个文化由低级向高级

演化的系列。②

即便如此，在这个 “存在巨链”隐喻框架中，

人的特殊性逐渐得到彰显。“人的历史”被描绘为从

野蛮向文明的逐渐转变，蒙昧、野蛮的 “肉体的人”

（ｌ＇ｈｏｍｍｅ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逐渐将自己从欲望与激情中解

放出来，建立理性的统治，完成了从 “原始的自然

状态”到 “礼貌而优雅的文明状态”中的 “道德的

人”（ｌ＇ｈｏｍｍｅ　ｍｏｒａｌ）的逐渐转变。③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哲人热衷于

通过推测重构这个过程，形成了所谓 “推测史”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写作传统。然而，启蒙哲

学关于人类 “进步”的认识，同样无法彻底摆脱

《圣经》时间框架。启蒙时期的诸多 “推测史”尽管

已经对中世纪圣经史学形成了冲击，但仍然无法打

破神创论的前提，因此对 “人类的由来”问题的态

度，一直暧昧不明。④

与此同时，这种 “进步观念”也将欧洲以外的

“他者”纳入其中，将 “非西方”的 “原始”社会看

作是文明的初级阶段。 “土著人”由于 “心性的罪

恶”或 “理性的缺失”，⑤ 处于文明的进程中的落后

地位。 “西方”与 “非西方”， “文明”与 “野蛮”，

“殖民”与 “被殖民”成为一系列密切关联甚至对等

的二元对立。这种西方在文明进程中的 “优越感”，

为其在海外继续殖民扩张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因此，

西方殖民者对于其殖民对象的风俗和制度，起初并

不太感兴趣。⑥ 而陌生、芜杂且难以归类的 “民族

志”藏品，在当时也没有引起欧洲民族学家特别的

关注。

欧洲早在１６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自然历史博物馆

的雏形。１６３５年在巴黎建立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被认为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历史博物馆。⑦

建于１６８３年的英国阿什莫尔博物馆 （Ａｓｈｍｏｌｅ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是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相较之下，直到１９世纪初，菲利普·弗朗茨·冯·

西博尔德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Ｆｒａｎｚｖｏｎ　Ｓｉｅｂｏｌｄ）⑧ 才提出了关

于专门建立 “民族志博物馆”的最初动议。１８３７
年，冯·西博尔德在给荷兰国王威廉一世的信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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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博物馆，是经过科学地整理的、来自不

同地区———主要是欧洲以外———器物的集合。这些

物本身，以及它们与其他物的联系，能帮助我们进

一步了解它们所属的民族。博物馆将他们的宗教、

礼仪和风俗展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对他们的艺术

和科学、农业经济、手工业和贸易状况有更清晰的

认识。①

也就是说，在１９世纪中叶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里，与保藏和研究能够代表 “文明成就”的艺术品，

或证实自然历史的动植物标本相比，收集有关 “野

蛮人”日常生活与奇风异俗的器物，在很大程度上

不过是满足好奇心，领略 “异域风情”的猎奇之举。

为何如此？事实上，直至彼时，真正 “民族学”

意义上的关于 “他者”的知识，仍然主要来源于对

不同民族语言的比较与辨识。

民族学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一词由１８世纪斯洛文尼

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亚当 · 寇拉 （Ａｄａｍ　Ｆｒａｎｚ

Ｋｏｌｌáｒ）于１７８３年所创，直到１９世纪初才出现在法

语、英语语境中。从词源上看，英文中 “民族学”

一词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的词根ｅｔｈｎｏｉ，对应希伯来语 《旧

约》中ｇｏｙｉｍ一词，即英语中ｇｅｎｔｉｌｅ，意为 “非犹

太的” “异教的”，即基督教世界之外的。② 因此，

这门研究 “不同民族的起源、语言、风俗、制度”

的科学，自起初便是基督教神创时间框架中的 “异

族”之学，这种根深蒂固的 “我他之别”，来自巴别

塔倒塌之后产生的 “语言的混乱”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ｎｇｕｅｓ）。③ 依据 《旧约》叙事，世上的所有民族都

是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据１７世纪爱尔兰主教詹

姆斯·乌雪 （Ｊａｍｅｓ　Ｕｓｈｅｒ）所制的基督教年表
（《乌雪年表》），世界创造于公元前４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
日礼拜天，大洪水发生于公元前２４３８年，巴别塔发

生在之后公元前２４００年左右。发端于基督教背景下

的 “摩西民族学” （Ｍｏｓａｉｃ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主要根据语

言特征，将世上的不同民族追根溯源。开创历史语

言学的１８世纪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ｏｎｅｓ）所提出的 “原始印欧语”假说便是重要的一

例。④

因此，尽管在经历启蒙运动之后，欧洲思想界

已经普遍认为 “原始民族”的状况能够反映文明的

早期形态，但直到１９世纪初，研究民族志器物与重

塑 “原始民族”的历史之间，才开始产生关联。“物

质文化”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这个概念方才应运而

生。１８４３年，美国历史学家威廉 · 普莱斯哥特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Ｐｒｅｓｃｏｔｔ）在叙述１６世纪西班牙征服

南美的历史时，才首次使用 “物质文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主张通过手工器物而非语言文

字，来了解当地的历史。

而此时，欧洲主要的民族志收藏仍然是按照来

源地进行分类的。诸如１８３７年冯·西博尔德在莱顿

主持建立的欧洲第一座民族志博物馆 （也是后来荷

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前身）———日本博物馆
（Ｍｕｓｅｕｍ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皆是如此。换言之，对
“物质文化”的认识体系依然是 “地理的”。这些民

族志博物馆中的藏品展现的依然是 “原始民族”在
“当下”的状态，主要是 “土著人”的行为方式与奇

风异俗。而 “他者之物”对于理解与 “我”有关的

问题，换言之，包含 “我”与 “他者”的共同普遍

的 “人类历史”问题，尚未能真正有所贡献。

二、人类远古历史的证明与

民族学时间观的转变

以上局面，直至１９世纪初自然科学时间观念的

革命之后，方才有所改变。

１８３０到１８３３年间，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

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发表三卷本 《地质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以 均 变 论 向 居 维 叶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Ｃｕｖｉｅｒ）的激变论 （或灾难突变论）提出

挑战。他根据现代沉积率推断出地层的沉积时间不

少于两亿四千万年，而不是激变论者推断的那样短

暂。莱尔写道：

如果地质学家误解了连续发生的事件的遗迹，

把一千年当作一百年看待，或者把造物语言中的几

百万年，误认为几千年，并据此虚妄的前提作出逻辑

推论，那么，除了承认自然界曾经历过彻底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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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ｒｙ　Ｂｏｕｑｕｅｔ，Ｍｕｓｅｕｍｓ：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２）６３．
④　Ｔ．Ｒ．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ｉｍｅ"，Ｍａｎ（Ｎ．Ｓ．）２７ （１９９２）：３７９－９７．
１世纪的罗马犹太作家弗拉维奥·约瑟夫斯也有过相似的论述，他认为这座塔的名字来源于希伯来语Ｂａｂｅｌ（βαβλ），意思
是 “混淆”。



外，不可能得出其它结论。①

几乎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地陆续有考古学家发

现了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与人类的手工造物共出，

不断撼动 《乌雪年表》中关于公元前４００４创世的时

间框架，将人类历史的起点不断推前。

１９３７年，一桩里程碑式的发现，再次推进了欧

洲科学界对人类 “古老历史”（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的

了解。法国考古学家杰克斯·布歇·德佩斯 （Ｊａｃ－

ｑｕｅｓ　Ｂｏｕｃｈｅｒ　ｄｅ　Ｐｅｒｔｈｅｓ）在发掘法国的阿布维利
（Ａｂｂｅｖｉｌｌｅ）地区一处旷野遗址时，在同一地层中发

现了石器与猛犸、披毛犀的骨骼。然而，德佩斯的

这一发现在一开始并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直到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初，英国考古学家在德文郡布里克瑟姆

洞穴的岩层中发现了石器以及已经灭绝的动物化石，

才随即前往阿布维利———德·佩斯所工作过的遗址，

确定了德·佩斯考古发现的真实性。② 自此，人类

的古老历史得到了证明。

１８５９年，时任英国地质学会主席的查尔斯·莱

尔在阿伯丁举办的第２９届 “英国科学促进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年会发表致辞，宣布了这一系列研究的成果，

他说：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在欧洲多地的洞穴角

砾岩和钟乳石中发现，人类的骸骨及手工制品与已

经灭绝的鬣狗，熊，大象或犀牛的化石共出，这让

人怀疑，有关人类 ［起源］的争论一定比我们迄今

为止所想象得更远。这些发现本身就意味着，人类

化石遗存非常古老，足以与西伯利亚猛犸象共存。③

同时，莱尔也在这篇致辞当中宣布了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将会在几个月之后出版。尽管达尔文在

书中有意回避了人类起源的问题。１８６３年，莱尔又

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出版了 《人类古老历史

的地质学证明》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④ 正式提出了人类进化的历史。

１９世纪英国诗人安德鲁·朗格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ａｎｇ）

在一首 《原始人之歌》（Ｂａｌｌ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Ｍａｎ）

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转变 （表１）：⑤

表１　 《原始人之歌》节译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ｅｓ，
Ｏｕ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ｆａｂｒｉｃ　ａｒｏ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ｄ，ｅｖｏｌｖｅｄ，ｉｆ　ｙｏｕ　Ｐｌｅａｓｅ，
Ｂｕｔ　ｄｅｌｕｄｅ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ｃｈｏｓｅ，
Ｉｎ　ａ　ｆａｎｃｉ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ｓ
ｅｓ，４０００Ｂ．Ｃ．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ａｎ
…

自像克里人那样的状态，
我们的社会结构出现了，
发展了，进化了，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是被迷惑的年代学者选择了，
为了与摩西保持一致，
将时间跨度定在了公元前４０００年
……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ｉｌ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
Ｈ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Ｆｌｉｎｔｓ　Ｐａｌａｅｏｌｉｔｈｉｃ　ｌｉｋｅ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ｂｏｎ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Ｒｈｉｎｏｃｅｒｏｓ，Ｍａｍｍｏｔｈ　ａｎｄ　Ｃｏ．＇
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ｐｏｃｈ，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ｇａｎ，
…

但是温和的人类学家…
他不是最近才倾向于认为
像这些的旧石器时代的燧石，
还有那些第四纪的骨头！
在犀牛、猛犸象和其他动物的
最初纪元，人类便已经出现，
……

１８７３年摩尔根发表 《古代社会》的时候，人类

的远古历史就已经被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前提确立起

来。摩尔根在 《古代社会》开篇即说：

地球上之有人类，始于太古时代，这一点已是

确实无疑的了。但其证据直到近三十年来才被人们

发现，而且，这样重要的一个事实直到我们这一代

才开始被人们认识，这倒似乎有些奇怪。

现在已经知道，在冰河时代，甚至上溯到冰河

开始以前，欧洲即已有人类生存，他们的起源多半

是在更前一个地质时期。与人类同时生存的许多动

物已经灭绝了，人类却继续生存下来，并且在人类

的若干支系中都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

经历和它的进步同样值得我们注意。⑥

人类学家费边 （Ｊｏｈｎｎｅｓ　Ｆａｂｉａｎ）认为，莱尔与

达尔文等人的工作推动了１９世纪欧洲学界由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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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孟迟：《莱伊尔和 〈地质学原理〉》，《中国地质》，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英］保罗·巴恩：《考古学：关键概念》，陈胜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ｉｔｅｍ／９６１４６＃ｐａｇｅ／７／ｍｏｄｅ／１ｕｐ，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ｔｈ　Ｎｏｖ　２０２２．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ｙｅｌｌ，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８６３］）．
据朗格自陈，这首诗的灵感来源于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本文中所引用的这两节的最初版本便出自泰勒之手。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



神学时间向现代的科学时间的 “质的飞跃”。① 自

此，“人的历史”的时间线被嵌入到理解整个地球生

命历程的自然科学时间框架当中。用摩尔根的话说：

“因为人类所可能经历过的时间与地质学上的时代相

关联，所以无法用有限的时间来衡量它。”② 自此，

对人类起源的理解不再受限于基督教神学的短年表，

而是被科学证明是与自然界在同一个更长的时间框

架里。

那么对人类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摩尔根说：

上述的知识，使得一向流行的关于蒙昧人与野

蛮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大为改变。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有力的证据断言，人类一切部

落在野蛮社会以前都曾有过蒙昧社会，正如我们知

道在文明社会以前有过野蛮社会一样。人类历史的

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③

如此一来，随着这场现代民族学的时间革命，

进化论者眼中的民族志器物便不仅能反映不同民族

“当下”的生活状态，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窥探整个人

类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如何由 “简单”到 “复杂”，由
“幼稚”向 “成熟”不断演进的过程。由此，进化论

学说影响下的民族学和人类学便将关注点由１８世纪

比较语文学传统中的 “词”，逐渐转向民族志博物馆

当中的 “物”。那么，如何对民族志器物进行收集、

拣选和分类，并构建一套系统与秩序以发现其中的

规律，便成为进化论博物馆人类学实践的关键问题。

三、皮特－里弗斯：从火枪到回旋镖

在１９世纪的人类学博物馆中，最精准表达进化

论学说的是由英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奥古斯都·

皮特－里弗斯建立的收藏以及博物馆实践。

奥古斯都·皮特－里弗斯，原名奥古斯都·亨

利·雷恩－福克斯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Ｈｅｎｒｙ　Ｌａｎｅ－Ｆｏｘ），

皮特－里弗斯 （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是他在１８８０年继承远

房亲戚的一笔巨额遗产后，所承袭的贵族亲戚的名

字。皮特－里弗斯生于１８２７年，青年时期加入英国

陆军掷弹兵卫队，１８４５年任少尉。１８５１年，他开始

负责试验和报告军队滑膛枪性能。随后，他主要负

责在肯特郡建立一所火枪学校，并修订 《火枪教学》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ｋｅｔｒｙ）手册。同时，他开始广

泛收集民族志类物品。

受到火枪的工艺与形制不断发展变化的启发，

皮特－里弗斯的收藏兴趣开始集中于不同民族的武

器，并观察其演变的 “缓慢过程”。他很早便明确总

结出了自己有关民族志收藏和分类的两个原则：“形

式的连续性”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ｍ），以及 “功能的

统一”（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ｔｉｅｓ），即相关陈列应反映满

足同样功能的同一类器物，如何在形式上不断演进

的过程。④

皮特－里弗斯对研究器物演化过程的兴趣既是

出自军人的职业习惯，也跟他对科学的兴趣有关。

如前所述，皮特－里弗斯生活的１９世纪中叶，是一

个科学风起云涌，充满突破和发现的年代。１８５３
年，他与政治家爱德华·斯坦利男爵的女儿爱丽丝·

玛格丽特·斯坦利 （１８２８－１９１０年）结婚，并通过

斯坦利家族的关系，成为达尔文主义的热烈追随者。

皮特－里弗斯还跟当时活跃的思想界和科学界的进

化论者约翰·卢柏克 （Ｊｏｈｎ　Ｌｕｂｂｏｃｋ）、Ｔ．Ｈ．赫

胥黎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ｘｌｅｙ）、斯宾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写到，达尔

文主义的进化论恰好佐证了他自己在收藏当中所坚

持有关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原则。⑤

四、寻找机构性家园

随着收藏规模不断扩大，皮特－里弗斯一直希

望建立一个博物馆，对自己的藏品进行系统地分类

与研究。为此，他频繁活跃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英

国科学界，１８６１年加入伦敦民族学会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 年加入伦敦文物学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年加入考

古学学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１８６５年加入

伦敦人类学会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而以上的每一个学术群体，对于当时所流行的达尔

文的进化论观点的都有所不同。可见，在为自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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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Ｊｏｈｎｎｅｓ　Ｆａｂｉａｎ，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ｏｗ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

③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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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志收藏寻找机构性家园的过程当中，皮特－里弗

斯也亲身参与着现代民族学和人类学形成过程中的

学术论争和机构探索。

以成立于１８４３年的伦敦民族学学会为例，其前

身是１８３７年成立的英国 “原住民保护协会” （Ａｂ－
ｏｒｉｇ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是以 “保护、研究与教

化”殖民地原住民文化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组织。

１８６３年，以人类学家詹姆斯·亨特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ｎｔ）

为代表的一批 “人类学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宣布

脱离了民族学会，创立伦敦人类学学会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亨特将人类学定义为
“研究全部人性之科学”，① 与作为 “有关人种的历

史或科学”的民族学相区分。

皮特－里弗斯认可亨特致力于拓展人类学学科

视野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亨特重视民族志藏品作

为研究工具的重要性，并希望伦敦人类学学会帮助

英国 “建成一个无愧于这个国家的民族志博物馆”。

然而，两个学会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分歧：民族学会

的成员即 “民族学人”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倾向于支持

达尔文发表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并且政治态度比较

自由。而以亨特为首的 “人类学人”（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ｓ）反而对达尔文主义持怀疑态度，并且对于殖民

地的原住民文化存在较强的种族主义观念。②

因此，１８６５年皮特－里弗斯加入伦敦人类学学

会之后，仍然主要与信仰进化论志同道合的 “民族

学人”共事交往，并一同于１８７１年成立了大不列颠

与爱尔兰人类学学会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这个以达尔文进化论为

主导的全新机构在１９０７年被允许冠以 “皇家”名

号，也就是今天的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 （Ｒｏｙａ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ＡＩ）。由此，皮特－里弗

斯在１９世纪中后期，见证并且参与了作为一门现代

学科的英国人类学所经历的建制化过程，在这个过

程当中，不仅包括理论的论争，也包括不同机构发

展演变。然而，尽管皮特－里弗斯担任主席长达四

年，却未能达成建立自己的博物馆的夙愿。因为当

时的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仍把物质文化作为描绘异

文化的补充。而皮特－里弗斯所主张的，以物质文

化作为探索人类演进历程的主要手段，在当时的学

界依然是十分超前的。

五、类型学的分类体系

另外一个现实难题也阻碍着物质文化认识论地

位的转变。如前所述，１９世纪初，作为整理与展示

物质文化专门机构的民族志博物馆刚刚诞生，大量

的民族志材料尚无专门的分类及陈列体系，散落在

艺术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或流转于古董商及收藏

家手里。

冯·西博尔德上书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后两年，

１８３９年，当克里斯蒂安 · 于尔根森 · 汤姆 森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üｒｇｅｎｓｅｎ　Ｔｈｏｍｓｅｎ）于被任命为国立艺

术博物馆馆长时，他接管了建于１７世纪的旧皇家艺

术博物馆的藏品，并需要从中为新的民族志博物馆

挑选展品。这其中包括１７世纪丹麦探险队从格陵兰

岛带回的狩猎工具、创作于１６５４年４个格陵兰人的

画像，来自北美和南美的烟斗、羽毛饰品、武器，

２６幅真人大小的巴西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的画作，

尼日利亚象牙雕刻，安哥拉篮子和纺织品、武器和

装饰品，奥斯曼帝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纺织品、

鞋类和陶瓷……③民族志藏品分类之难可见一斑。

３０年后，当皮特－里弗斯联系当时英国唯一拥有大

型民族志藏品的大英博物馆时，才失望地发现，足

足６２箱藏品当中大部分被标记为 “杂项” （ｍｉｓｃｅｌ－
ｌａｎｅａ）。大英博物馆的民族志收藏体系仍停留在 “珍

奇室”的时代，被皮特－里弗斯毫不客气地形容为

处于 “软体动物”的进化阶段，对科学研究与公共

教育 “没有丝毫助益”。④

同时，初现于欧洲其他国家的民族志博物馆，

已经对民族志材料的科学分类做出了重要尝试。其

中形成最早且影响最大的，便是前文中提到的冯·

西博尔德创立的荷兰国立民族志博物馆。冯·西博

尔德以藏品来源地理区域为分类。分类的起点便是
“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属地、中国、日本”。每

个区域之内，藏品又被分为三个大类 （表２）。第一

大类，科学物品，包含印刷品、书籍、手稿及考古

发现；第二大类，民族器物，藏品数量最多，展示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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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以及技术和工艺的发展状况。其中，又以

从简单到复杂，分为 “原材料”“简单手工制品”及
“复杂手工制品”。第三大类，以模型方式表现，房

屋及其他建筑，以及生产生活工具。①

表２　冯·西博尔德的藏品分类

科学物品 印刷品、书籍、手稿和木刻
图纸和图片

硬币、纹章
考古发现

民族器物 动物、植物和矿物原材料、食品、药物

皮肤、毛发、羽毛；丝绸；软线；稻草、树
皮、芦苇；纸；纸质人偶；木头；雕刻作品，
象牙，骨头，角，鳞片；金叶；涂漆和镶嵌作
品；陶器、砖块；瓷器和玻璃；石头；金属等

服饰；宗教物品；武器；乐器；数学、外科或
测量仪器等

模型收藏 房屋及其他建筑 （磨坊、桥梁、堤坝和水闸）

海事、消防等设备
农业、渔业等生产工具

与冯·西博尔德的 “地理系统”几乎同时，法

国地理学家 Ｅ·Ｆ ·乔马 （Ｅｄｍｅ－Ｆｒａｎｏｉｓ　Ｊｏｍａｒｄ

１７７７－１８６２年）在１８４５年提出了自己的 “民族志

藏品分类计划” （ｐｌａｎ　ｄ＇ｕｎ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ｈｎ－
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乔马曾参加拿破仑领导的埃及远征

团，从１８２８年起，任巴黎国王图书馆管理员，负责

皇家珍玩收藏以及自１９世纪初从各种探险航行中获

得的民族志材料的保管与征藏。与冯·西博尔德一

样，乔马也致力于改进贵族珍奇室一般的杂乱无章

的保藏方式，思考如何能让这些材料为科学发展所

用。受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影响，② 乔马提出了由
“纲 （ｃｌａｓｓｅ）、目 （ｏｒｄｒｅ）、种 （ｅｓｐèｃｅ）、变 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组成的四级结构———第一级包括衣食

住行等十个功能类别，接下来按活动类型划分，例

如武器、农具；武器又继续细分为狩猎武器、战争

武器等，只有在最后的 “变体”一级，才按照地理

区域进行划分。

在借鉴既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皮特－里弗斯

正式着手整理和发表他关于原始武器的民族志收藏

的研究，并发展出了自己的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理

念。他分别于１８６７、１８６８和１８６９年连续公开发表

了三场关于 “原始战争”的系列讲座。第一场讲座

主要关于早期工具和武器是如何通过 “无意识选择”

的过程从自然形态中不断发展出来。皮特－里弗斯

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共有一些基本的防御和进攻机

制，人类制造的最初的武器来源于动物形态 （鹿角

作矛，龟壳为盾）。然而自此以后，武器的发展经历

了 “自己的历史”，即形式的演化。他相信器物形制

的发展，能够阐明人类文化进化的过程与原则。他

写道：“（进步）就如同多米诺骨牌……我们无法知

道最终呈现什么图案，但我们知道这个游戏根本的

规则是序列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③ 这次讲座旨在说明，器

物是探究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绝佳佐证，因为其物

质性，甚至比语言、文字更能真实地反映种族发展

的阶段。皮特－里弗斯认为，基于此可以重构整个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

而如果要重构，便需要解释形式的 “进化”如

何发生。皮特－里弗斯在第二场演讲中提出，器物

形式的变化是通过不断的 “变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实现

的，即通过 “连续复制中的错误”（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ｉｖｅ　ｃｏｐｉｅｓ）的反复积累，每一次 “进步”都经历了

无数次 “无意识”的修正。④ 由此，便可以还原某

些具体的历史序列，比如某种武器的形式衍变。

“连续性”（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是皮特－里弗斯类型学

当中的另一重要概念，也是他在第三讲中的重点。

他在第三次讲座中转向 “金属工具的起源和发展”，

回应了考古学界关于人类的 “单一起源”还是 “多

地起源”的争论，并提出尽管金属生产本身的知识

可能是单独出现的，但更精细的合金冶炼技术则更

有可能是从一个族群向另一个族群传播的。

关于原始武器的三篇演讲奠定了皮特－里弗斯

的分类原则，即以外部形制特征的演变为依据标准，

对人工制品进行分类与排列，以展示人类文明从低

级到高级的进化过程。

１８７４年，他与南肯辛顿博物馆 （Ｓｏｕｔｈ　Ｋ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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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ｔｏｎ　Ｍｕｓｅｕｍ）达成合作，在位于东伦敦的贝斯

特格林 （Ｂｅｔｈ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的南肯辛顿博物馆新馆举

办长期展览。在这里，他首次实践了自己的类型学

分类法，并在１８７４年发表了 《分类原则》（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一文，针对自己的类型学分
类观做了更加理论化的阐释。

皮特－里弗斯在文章中介绍：

该系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涉及体质人类学。

它由一小部分典型的头骨和种族毛发组成。这部分

收藏，因为它涉及一个人类学家大量关注的主题，

而且有很多比我更能干的人研究这一领域，所以我

没有深入。该系列的其余部分专门用于展示史前和

野蛮文化发展的物品，包括第二部分：现存野蛮人

的武器；以及第三部分：现代野蛮人的各种艺术，

包括陶器和陶器的替代品；导航工具、纺织面料和

织物；个人装饰品；写实主义艺术；传统艺术；装

饰工具；家具；乐器；偶像和宗教标志；种族文字

特征样本；马具；货币及替代品；火器；各种较小

的类别物品，如镜子、勺子、梳子、玩具，以及现

代野蛮人的一系列工具，以展示石器的制作方式。

第四部分涉及史前系列，包括模拟人工形态的自然

形态标本，以与人工形态进行比较；一系列现代复

制品，用于与真正的史前器物进行比较；旧石器时

代器物；新石器时代器具；青铜、铁和骨制器具。①

皮特－里弗斯坦陈，与珍奇屋时代的民族志收

藏不同，类型学博物馆实践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科学

研究和公共教育。在这类博物馆中，选择 “普通但

典型的标本，而非稀有的标本，并将其按顺序排

列”，是为了 “尽可能地追溯在原始文化条件下，人

们的思想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元的一系列演

变过程”。

１８８０年，皮特－里弗斯从远房亲戚———男爵里

弗斯二世处继承了巨额的遗产，以及位于萨利斯布

里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面积达３万平方英里的庄园。② 他

继续扩大了类型学的收藏，其藏品数量可能超过

２．２万件，于１８８２年捐献给了牛津大学，并于１８８４
年成立了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牛津大学也随之设

立了第一个人类学教席，由时任牛津大学自然科学

博物馆馆员 （ｋｅｅｐｅｒ）的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出

任，后来泰勒也成为英国首位人类学教授。

皮特－里弗斯在晚年的时候，又对博物馆展示

和分类提出了新的思考。１８８９－１９９０年，皮特－里

弗斯在索尔兹伯里的布莱克摩尔博物馆做了题为

《关于艺术博物馆的使用与营建》的演讲，并提出了

自己关于民族志博物馆展示的理想型，即 “人类学

的同心圆”（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ｔｕｎｄａ）：

我的计划是有一个大型的圆形大厅，如附图所

示，其展柜应以同心圆排列。内环将展出属于旧石

器时代的物品，其中包含最少、最早和最简单的石

器，占据的空间最小。下一个圆环将专门用于新石

器时代的器具，由于它们的相对复杂性和数量，将

占据一个更大的圆环。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罗马、

撒克逊、早期英格兰和中世纪时期将占据连续的环。

全部圆环的外部将展示现代艺术，以此表现它们与

古代艺术的发展之间的联系。

任何参观者如果想了解艺术或自然历史中的某

一点，或了解他正在研究的主题，只需注意到他自

身的站位与圆形大厅中心和圆周的位置关系即可，

而不必去看那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目录参考。

虽然未能实现，这便是皮特－里弗斯对于进化

论人类学博物馆的最终构想。通过一个 “人类学的

同心圆”，将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用空间表达出来，

观众只要站在博物馆里，就可以知道自己在人类进

化的历史当中的位置。

六、结语

皮特－里弗斯一生的学术实践，凝结了１９世纪

中后期人类学与博物馆之间相互支持与倚重的历史，

反映了进化论人类学对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推崇。而

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之后，另一场人类学的理论变革

在英国发生。由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

带领的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理论

逐渐取代进化论，在方法论上由物质文化的分类收

集转向社会结构的参与观察。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在

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８年间进行田野调查时积累了大量的

２８

张力生/寻找家园：１８５９年前后的英国博物馆与人类学

①

②

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ｏｃｓ"，Ｒｏｙ.Ｉｎｓｔ（７）：４９６－５２０．
皮特－里弗斯所继承的遗产，为他带来的年收入总额估计超过２７　０００英镑，税后２２　８５８英镑，在１９００年皮特·里弗斯去
世时，他的财产总估值为４１４　５８６英镑。后来他的相关研究者将他个人的财富折算成２０１０年的财富值大概合２０００　０００到

２７００　０００英镑。



物质文化材料，但马氏还是坚定地将自己主张的社

会人类学，与他所称的博物馆当中的 “博古人类学”

（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ｉ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明确地划清界限，批判

古典人类学田野工作对物质文化的 “纯粹技术热

情”。２０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人类学经历了博物

馆人类学和 “学术”／ “学院”人类学的逐渐分野，

人类学知识生产的重心逐渐离开了博物馆，向大学

这个新的 “家园”转移。

本文回顾１９世纪中叶，非西方世界物质文化的

民族志藏品如何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代转型过程

中发挥作用。在１８５９年前后，伴随着达尔文主义进

化论的提出以及地质学、民族学时间观念的革命，

英国进化论人类学彻底打破了１９世纪初欧洲基督教

的历史观，将对 “他者之物”收藏与 “人类历史”

的探究逐渐联系起来。这个人类学 “进化论”的突

破，并非发生于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一个事件，而是

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在经历了民族志时间

观念的转变之后，人类学家面对民族志材料、看待

来自他者之物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全新

的，进化论的方法去拣选、排列、展陈来自 “他者”

的物质文化。

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史节点，民族志收藏与人

类学／民族学理论的发展的两条脉络发生了交汇，为

我们呈现出学科史的一种社会性。作为共同体的１９
世纪人类学，是其前后众多地质学家、生物学家、

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的工作所积累和碰

撞的整合。追溯博物馆在人类学史当中的作用或者

角色，系统地理解这个学科的变化，离不开对关键

历史时刻的社会性解读。 ［责任编辑　李青蓓］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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